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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一般项目“布兰顿《使之清晰》的翻译与解读”( 项目批准号: 14BZX063) 和复旦大学人文社科青年融合创新团队项目“实用主
义与当代学术前沿”的阶段性成果。

① 比如奎因( W． V． O． Quine) 提出的本体论相对性( ontological relativity) 、普特南( Hilary Putnam) 提出的概念相对性( conceptual relativity) 、库恩
( Thomas Kuhn) 和费耶阿本德( Paul Feyerabend) 提出的“理论蕴涵”( theory-laden) 、罗蒂的认识语境主义( epistemic contextualism) 、古德曼
( Nelson Goodman) 的多元非实在论( pluralistic irrealis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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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语用转向后重提语义表征?
———以戴维森和布兰顿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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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对语义的理解经历了从指称关系到语用推论、用语用层面的共识代替语义层

面的表征的“语用转向”。本文将通过考察戴维森和布兰顿的语义学方案阐明，试图在语义和语用之间做出

选择的理论视域是狭窄的。戴维森意在阐明，为了让解释者和说话者共同意指某个公共事物或事件，世界

和语言之间必须存在某种更为基础的同构性。基于同样的诉求，布兰顿认为我们必须在推论实践的终点用

清晰的逻辑表达语汇来刻画语义推论的表征维度。从一种更为整全的语义观出发，他们尝试在语用的语境

中重新讨论语义表征，从“语言使用者在世界中”的图景出发探讨语言和世界的深刻关联。这些思考从根本

上表明，关于语义的探讨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转向”，而是一个将各种因素都纳入考量的开放性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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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伯格曼 ( Gustav Bergmann ) 和 罗 蒂 ( Ｒichard
Ｒorty)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语言转向”经历了
从对语词的分析逐渐过渡到对句子的分析，又从对句

子的分析逐渐过渡到对语汇的分析的历时性发展。

驱动这一发展的根本动因是对语义的重新理解，意义

不再是语言和语言外对象( 不管这些对象的本体论状

态如何) 的指称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关系之上的真判

断，而变成了具体使用语境中的语用推论( pragmatic
inference ) 。语用学的入侵让自足的语义自律
( semantic autonomy) 变得不再可能，由此造成了“语
言转向”内部的“语用转向”。这一转向的主要思路
是用语用层面的共识代替语义层面的表征，在基于

理性推论的社会性活动中探讨意义的生成和发展。

如果说后期维特根斯坦奠定了语用转向的基本方

案，那么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 和布兰顿( Ｒobert
Brandom) 则可以说是语用转向发展至成熟阶段的杰
出代表。

但不同于完全接受语用转向的其他哲学家( 比如

罗蒂) ，戴维森和布兰顿显然对如下危险更为焦虑: 取

消对外部对象的指称和表征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某种

语言观念论。一方面，这种由语言决定实在的倾向有
悖于早期分析传统对客观性的诉求; 另一方面，社会

实践语境中的规范语汇是否能对客观性作出令人满

意的刻画仍是一个尚待展开和论证的问题。并且，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出现的一系列本体论相对性理

论也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焦虑。①本文要阐明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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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平息这种焦虑，戴维森和布兰顿探讨了这样

一种可能性: 语用转向的总体路线并不必然要求我们

放弃对表征的探讨，社会语境中的语用推论可以和一

种特殊的表征语汇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共同呈现语义

的完整内涵。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较为大胆的结论。

因为它不但挑战了从语义到语用的单向叙事，还从根

本上质疑了在“指称”和“使用”之间作出选择的基本
论题。无论是对坚持“语用入侵”还是对坚持“语义
自律”的哲学家来说，在语用视域中探讨“表征”或
“指称”都是无法被接受的吊诡立场。而通常对戴维
森和布兰顿做出的反表征主义解读也很难让我们将

他们的思路和这种理论探索联系起来。比如，罗蒂明
确地将戴维森归入了反表征主义阵营。① 而皮考克
( Christopher Peacocke) 则指出，布兰顿的推论主义完
全不考虑真、指称与表征。② 为了阐明本文结论的合
理性，我将首先考察戴维森和布兰顿在他们体系内部

保留了何种意义上的“表征”，这种特殊的表征对他们
的语义理论又具有何种关键意义。在此基础上，我将
试图阐明，作为极富原创性的哲学家，戴维森和布兰

顿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论: 因果维度和规范维度在一

幅“人( 语言使用者) 在世界中”的图景中结合在一
起。根据这幅图景，我们应该从一种语用转向的视角
转向更为整全的语义观。

二、戴维森:三角测量与先天论证

尽管戴维森的哲学工作主要涉及信念态度( 信

念、欲望、意图等) ，而非断言行为，但不可否认的是，

在戴维森那里，关于世界或他人的信念是通过命题表

达的，而戴维森也在实际的讨论中将信念态度处理为

“命题态度”( propositional attitude ) 。③ 因此，对戴维
森而言，真之理论同时也是语义理论。而反过来，为
了理解戴维森的语义理论，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他的真

之理论。

驱动戴维森思考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为什么我

们对世界的认识高度依赖我们的信念语境，但又能

以非相对主义的方式讨论同一个世界? 为了回答这

个问题，戴维森要求我们从根本上革新笛卡尔以来

的思维范式，即跳出基于第一人称视角的“主体神
话”( the myth of the subjective) 。他试图阐明，在二
元的“认知”关系中无法解决的问题可以在三元的
“解释”关系中得到解决，换言之，我们可以在“说话
者”( speaker) 、“解释者”( interpreter) 和“公共事物
和事件”( public things and events) 构成的解释空间
中确定对象的客观性。戴维森指出: “客观真理和
谬误的概念必然产生于解释的语境中。对人际交流
系统的存在而言，被认为为真的句子和实际为真的

句子之间的区分是根本性的。……除非一个人理解
了犯错的可能性，否则他就不可能持有信念，而这要

求他把握真理与谬误、真信念与假信念之间的对立。

但我已经表明，这种对立只能在解释的语境中产生，

只有解释的语境才能迫使我们产生客观公共真理的

观念。”④

戴维森用“三角测量”( triangulation) 来界定这个
三元的解释结构( 见下图) 。三角测量源于一个简单
的道理，即“当我们不能直接测量线段两端之间的距
离时，我们可以移动位置或找另一个参照点，应用三

角测量法，根据两个点与对象形成的角度和另外两条

边的距离，计算出‘我’和对象的距离”。⑤ 事实上，三
角测量在哲学论证中的应用并不是戴维森首创的。

个体意识确定对象的一个基本操作是，将对象从我过

去和当下的思维中取出，通过它和这两种对象的相对

关系来确定对象的“同一性”( sameness) 。戴维森的
洞见在于将应用语境从“两种主体状态和一个对象”

转变为“两个生物和一个对象”，即阐明我们无法只从
单一人格的视角出发判断回应的正确性，只有通过至

少两条不可相互还原的可靠意向链，我们才能成功地

界定出世界中的某个公共对象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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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角测量在为戴维森的真之理论提供核心支撑

的同时也规定了他的语义理论。概而言之，戴维森的

语义理论有如下三个主要层次: 首先，在实践中获得

可评估的信念，这些信念不是关于世界的图像或准图

像，而是使用语言的有机体在与周遭环境互动的过程

中形成的行为习惯或行动模式; 其次，通过三角测量，

将指称归派给单称词项，并将外延归派给属性; 最后，

在重复使用中检验这些归派，这里的检验实际上是相

互解释，即不是说话者如何理解这句话，而是听者如

何理解这句话。可以看到，这个语义模型的出发点
( 交互论) 和落脚点( 整体论) 都不涉及指称和表征，

指称和表征只在整体解释进程的中介阶段出现，它们

的功能是作为理论辅助整理和刻画在解释关系中得

到落实的信念。

但是对三角测量的反思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表征

在戴维森语义理论中的位置。戴维森指出每一个三

角测量中都涉及三种知识: 关于自身心灵的知识、关

于他人心灵的知识和关于世界的知识。这三种知识

中的每一种知识“在概念上或时间上”都不先于其他

两者。① 换言之，我们无法从其他两种知识中推导出

另一种知识，这三种知识在逻辑上是严格对等的。正

如罗蒂所指出的:“这一理论的要点在于，你既无法像

融贯论者那样满足于信念和陈述之间的整体性推论

关系，也无法像知觉实在论者那样满足于因果性的原

子关系。你必须在因果和推论之间前后移动( play

back and forth) ，这种方式不允许三角形的任何一个

角独立于另外两个角。”②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解读这种对等性。从这种

对等性既可以推导出其中任何一项必须同时是其他

两项，也可以推导出其中任何一项都必须具有某种意

义上的独立性。采取前一条路径的兰贝尓( Bjrn

Ｒamberg) 在解读戴维森时提出的一个主要论点是，规

范性并不只是处在三角测量的其中一个角落，而是贯

穿了这一进程的所有角落。③ 这一解读大体是合理

的，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戴维森并没有因为规范性的

诉求而放弃世界的某种独立性。这种独立性并不是

说来自公共对象的刺激可以独立于解释关系而独立

存在，而是说戴维森的三角测量实际上隐含了这样一

个“先天论证”( a priori argument) ，即客观性从根本上

倚赖于心灵与世界之间的原初适切性。索萨( Ernest

Sosa) 指出，戴维森的三角测量包含了这样一个“元信

念”，即“除非我们周围的世界至少大体而言就是我们

认为它所是的样子，我们的信念就不可能具有内容。

以这种方式，我们就能从心灵中的表象推出世界中的

表象。这是一个先天论证，因为它至少不包含任何关

于周围世界或我们与世界之关系的偶然前提或预设。

从关于命题态度之内容的预设出发，这个论证最后得

出了关于我们周围的世界如何被构造和构成的结

论”。④ 我认同索萨的判断。事实上，戴维森本人也

隐含地表达了这一点。他指出，三角测量的最佳示例

是“明示”( ostension) 。比如，一个人指着一个东西

问:“这是什么?”另一个人回答:“一只鸬鹚。”有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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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交流过程可能需要几次尝试才能成功，但一般情

况下只需要一次尝试。戴维森指出，在三角测量中，

定位远端对象并判断它的客观性是在这个过程的一

开始就已经确定了的，它先于“客观性观念”，甚至早

于我们开始学习建立各种关联。①

我认为，不应该在探讨主体间的三角测量时忘记

心灵与世界之间的这种原初适切性，而这种适切性正

是戴维森所理解的特殊意义上的“表征”关系。戴维

森指出:“信念可以为真或为假，但它们并不表征任何

东西。我们应该摆脱表征，以及与之相关的真理符合

论，因为表征的存在会导致相对主义的暗示。”②但是

在抛弃了这种符合论意义上的表征之后，戴维森马上

又指出:“当然，下面这种说法是无害的: 真信念和真

思维之所以为真，是因为世界就是如此。真信念和真

思维正确地‘表征’了世界。”③我们必须小心地对待

这一表述。有些解读者和批评者在急于将戴维森归

入反表征主义阵营时忽视了这种特殊意义上的表征。

为了看到这种表征的特殊性，我们要回到戴维森

的基本理论构想。戴维森在《论概念框架的观念》中

要求抛弃经验主义的“第三个教条”，即概念框架与世

界的二分。他指出: “我们从框架和实在的二分得到

概念相对性，真是相对于框架而言的。抛弃了这个教

条，这种相对性也随之消失。当然句子的真仍然是相

对于语言而言，但这种真是客观的。我们并没有因为

放弃了框架与世界的二分而放弃世界，而是无中介地

触及到了熟悉的对象，正是这些对象让我们的句子和

信念为真或为假。”④这一构想在《真与知识的融贯理

论》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根据戴维森的融贯论立

场，关于一个信念的所有证据都必须和这个信念同属

于一个信念整体，我们的真信念完全取决于它所处的

信念网络。但是在戴维森那里，这种融贯论立场的落

脚点并不是相对主义的世界观，而恰恰是相对性的反

面，即一种具有强解释效力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意

味着真不能只是系统内的性质，真必须符合事物本身

的存在方式。戴维森指出: “虽然我们不能走出自己

的信念和语言，找到除了融贯论之外的其他检验方

法，但仍然可以拥有关于一个客观公共世界的知识并

谈论它，这个世界并不是由我们创造的。”⑤几年之

后，他又在一篇回顾文章中指出，自己后悔使用了“真

与知识的融贯理论”这个标题，因为它太容易引发对

真的相对主义误解，而事实上，该文的要旨并不是“自

洽性”( consistency ) ，而是“信念本质上是可证实的
( veridical) ”。⑥

在抛弃了第三个教条之后，关于表征的认识也得

到了两个相应的更新。第一，表征不是指语言去指称

一个语言外的对象，而是在公共的解释关系中作出关

于世界本身的断言。根据前一种表征，“一个概念框

架”和“一个等待被复制的‘世界’”的区分是实质性

的。⑦ 而根据后一种表征，一切“内”和“外”的区分
( 观念论和实在论、语义内在论和语义外在论、融贯论

和符合论) 都是次要的，我们虽然无法走出自己的信

念和语言，但仍然可以正确地回应和谈论世界。这也

是戴维森所说的“融贯产生符合”( coherence yields

correspondence) 的根本要义。⑧ 因此，这种意义上的

表征不再是作为理论辅助的中介阶段，而是戴维森式

真之理论和意义理论的整体性表达。它在一个最基

本的层面上表达了真信念之所以为真，是因为世界就

是如此。

第二，对社会性解释的强调并没有让戴维森的语

义学方案停留在规范的理由空间内，而必须和因果维

度紧密地整合在一起。戴维森指出: “在最清楚的和

在方法论上最基本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将一个信念的

对象视为该信念的原因。”⑨因此，在探讨两个生物如

何回应一个对象时，我们不仅要考察两个生物之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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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解释，还必须探讨生物和对象之间的因果效应。

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正确地“表征”世界才是可能的。

逻辑实证主义者将哲学和经验科学的工作明确区分

开来，这一思路并没有随着逻辑实证主义的式微而淡

出分析哲学家的视野。兰贝尓指出，在戴维森那里，

奎因意义上的自然化认识论和语义学是明确区分开

来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戴维森所说的“可证

实性”并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符合论。① 如果我们将放

弃世界和概念框架的二分作为解读戴维森的基本前

提，那么区分自然化认识论和语义学就不再是一条理

所当然的思路。上世纪末，戴维森在和奎因的一次重

要对谈中指出，他认为自然化认识论和意义的证成必

须“同时并进”( go hand in hand) ，并且很高兴与奎因

就这一点达成共识。② 必须指出的是，这里“同时并

进”并不是罗蒂所说的在因果和推论之间“前后移

动”，而是一种层次更为多样、细节更为丰富的交流和

互动，也就是戴维森在界定三角测量中的三项间关系

所说的“相互而同时的回应”( mutual and simultaneous

responses) 。③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意义的探究不应该

满足于既有的框架，而应该最大限度地向经验展开。

在一个整体性的“因果—规范”框架中，人的语言不断

地对世界作出回应或答复，并通过这种回应或答复不

断更新自身。

三、布兰顿:推论主义与表征主义

布兰顿是语用转向的坚定支持者，他在《使之清

晰》中指出，“语义必须回应语用”。④ 但又对反表征

主义路径持保留态度。他在《阐明理由》中指出: “无

论我们是根据真还是根据理由来思考命题内容，我们

都仍然有义务去讨论涉及和表征。”⑤布兰顿的一个

基本信条是，如果我们只能在推论主义语境的内部探

讨所谈论的内容，而无法成功刻画出我们谈论的是什

么，那么“推论主义者想要反转表征主义传统的尝试

就注定是绝望而不成功的”。⑥ 这一信念促成了他在

推论主义的语境中探讨表征的特殊思路。布兰顿指

出:“推论主义者的主要解释性挑战在于解释语义内

容的表征维度，即通过推论关系建构指称关系。”⑦他

的基本方案是: 言外( extralinguistic) 指称必须通过言

内( intralinguistic) 指称的形式得到界定，信念和断言

的表 征 内 容 取 决 于 构 成 道 义 记 分 ( deontic

scorekeeping) 的社会性推论实践。在此基础上，和表

征相关的意向性活动和意向性内容得到了重新刻画:

意向性活动被理解为社会性的推论实践，意向性内容

则涉及对承诺和资格的承认 ( undertake ) 和归派
( ascribe) 。可以看到，这一思路的实质是“用表征过

程( representing) 来解释被表征内容( represented) ，而

不是反过来用被表征内容来解释表征过程”。⑧

《使之清晰》的主要工作正是以此为目标展开的。

布兰顿认为通过基于给予和索取理由的推论主义语

义学，完全可以在社会性语境内部刻画出客观的被表

征内容。为此，布兰顿提出了如下几个要点: 第一，自

然语言的表征维度通过对命题态度的“从物归派”

( de re ascription) 实现，我们对“从物归派”的日常使

用表达了我们谈及或思及的是什么，即“关于”( of-

ness) 和“涉及”( about-ness) ; 第二，命题内容的表征

维度取决于给予和索取理由的推论实践，这就决定了

表征内容本质地包含推论实践中的规范身份

( normative status) 和规范态度( normative attitude) ; 第

三，“从物归派”的表达功能在于清晰地阐明被承认和

归派的承诺和资格。因此，推论主义语义学必须和逻

辑表达主义( logical expressivism ) 相结合，从隐含的
( implicit ) 记分行为走向对话语计分态度的清晰
( explicit) 归派，最终在一种扬弃了语汇的相互外在性

的“解释平衡”中成功刻画客观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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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兰顿试图阐明，根据这个推论主义语义学的方

案，我们可以在不诉诸任何先天论证的前提下刻画出

我们谈及或思及的是什么，只不过这种谈论应该“放

在故事的结束，而非开端”。① 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

自己的方案比戴维森更彻底。他指出，戴维森认为间

接引语中的“that”指示了紧跟着它的殊型句。但实际

上，作为从属连词的“that”派生自作为指示词的
“that”只是英语中的一个词源学错误或偶然巧合。这

一误解让戴维森的三角测量变成一个先天论证，他没

有看到三角测量涉及的是社会视角之间的相互归派，

这种证成可以建立在相互推延( deferral，deference)

的基础上。布兰顿建议将戴维森探讨的“同言”

( samesaying) 理解为下面这种记分规则，即将第一个

举动的证明资格推延给第二个举动。②

我们在引言中指出，社会实践语境中的规范语汇

是否能对客观性作出令人满意的刻画仍是一个尚待

展开和论证的问题。这个推论主义语义学方案能否

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客观性?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取决

于我们能够接受何种程度上的客观性。而布兰顿本

人对客观性的要求是很高的，他并不满足于像实用主

义者那样通过“可靠区分性回应倾向”( reliable

differential responsive dispositions) 来解释人和世界的

关联。他指出，“概念应用的最终正确性并不取决于

你、我或任何人所认为的事实，而取决于实际的事实。

为了让我们的概念关涉客观世界，必须有一种客观意

义上的正确性———一种回应应用对象和构成这些对

象的事实世界的适当性———控制概念的应用。……

对象要在强意义上被理解为是非视角性的。”③布兰

顿认为，他无法在放弃表征( 以及与表征相关的“关

于”和“涉及”) 的前提下实现这种对客观性的强烈诉

求。他试图阐明，在传统的表征主义和罗蒂在《哲学

与自然之镜》中提出的全局性反表征主义( global anti-

representationalism) 之外，我们还有第三个选项: 我们

可以改变表征的剂量，保留一种反全局性表征主义

( anti-global-representationalism) 。④ 有时布兰顿也将

这一立场称为“弱的全局性语义表征主义”( soft

global semantic representationalism) 。⑤ 在有些批评者

看来，保留表征对布兰顿的推论主义是破坏性的。比

如，普莱斯建议我们采纳一种全局性表达主义( global

expressivism) ，即完全取消语言与世界的“配对游戏”

( matching game ) ，并完全放弃“追踪世界”( world-

tracking) 的诉求。⑥ 普莱斯认为，布兰顿的问题在于

试图保留一种谈论外表征的语汇，“虽然布兰顿的出

发点是非表征性的表达主义，但在他的终点，这种非

表征性特征减弱了”。⑦ 布兰顿认为这样的批评仍然

停留在区分内与外、语言与世界的框架中，而没有从

一个新的视角去理解表征。他在一篇批评罗蒂的文

章中指出:“表征模式的要点不在于证成( 至少不是直

接的) ，它断言的是如何在关于世界的规范语义关系

中使用我们的经验语汇，在这种使用中，事物之所是

决定了我们的断言的正确性。”⑧

要理解布兰顿意义上的表征，特别要关注两个要

点。首先，从一个宽泛的视角来看，布兰顿的推论主

义语义学和戴维森的三角测量同属于一条思路，即从

主体进展到主体性间，从“意识哲学”的层面———知性
( Verstand) 和理性( Vernunft) ———进展到“相互理解”

( Verstndigung) 的层面。但布兰顿的创见在于，在一

个递进性的“表达主义”( expressivism ) 而非单层的
“描述主义”( descriptivism) 框架下理解主体间的相互

解释，并在这个新的视角下理解表征语汇所扮演的特

殊角色。布兰顿在一篇早期文章中将语言哲学分为

两个阵营: 一个阵营以弗雷格、罗素、塔斯基和卡尔纳

普为代表，认为语言的本质特征是表征事物之所是;

另一个阵营以杜威和晚期维特根斯坦为代表，认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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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实践。① 布兰顿认为，从经验心

理学出发的表征主义者没有看到我们的表达资源和

表达能力是可以不断充实和丰富的; 而持社会实践语

言观的哲学家试图用可断言性来取代真，没有看到表

征内容的必要性。不同于这两个阵营，布兰顿认为表

征和表达之间并不存在不可弥合的鸿沟，这里的关键

在于将基于共时性分析的逻辑主义和基于历时性分

析的历史主义结合起来。在这种逻辑表达主义的视

角下，我们不是在故事的开端去解释“为什么存在着
( 被谈论的) 某物而不是( 彻底的) 无”，而是在故事的

结束去解释“为什么我们所谈论的东西，会被构造为

有性质的、有关系的对象”。② 布兰顿试图阐明，清晰

刻画表征内容的目标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我们在自律

的推论实践中不断丰富自己的逻辑表达语汇和逻辑

表达能力，最终在这个历史进程的终点清晰地阐明语

义推论的表征维度。

其次，通过推论主义语义学和逻辑表达主义刻画

表征内容的思路需要落实在一个更基本的世界观框

架中，这个语义学方案只有在一个概念实在论的框架

下才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布兰顿认为戴维

森的先天论证是多余的，但他的语义学方案同样需要

某个最终保证。关于布兰顿的概念实在论，他本人曾

在一次访谈中指出: “麦克道尔和我都是关于世界的

概念实在论者。我们认为，世界实际上是独立于人

的，但已经被概念化……概念没有外在边界……世界

其实就已经在概念塑造中了。”③在这个概念实在论

的框架下，布兰顿意义上的表征至少具有两个内涵:

第一，表征并不是心灵的运作，而是心灵与世界

的某种同构。布兰顿曾区分了两种不相容性
( incompatibility) : 客观不相容性和主观不相容性。前

一种不相容性认为同一个对象不可能具有不相容的

属性，后一种不相容性认为同一个主体不应该作出不

相容的承诺; 前一种不相容性通过模态语汇得到阐

明，后一种不相容性通过规范语汇得到阐明。他指

出，这两种不相容性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它既阐

明了“客观世界的概念结构”，又阐明了“主体的概念

结构”。④

第二，这种建立在同构之上的表征帮助我们在语

言观念论和语言实在论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一方

面，布兰顿像维特根斯坦那样认为语言的界限就是世

界的界限; 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世界以一种直接的方

式从语言实践内部限制了推论、信念和实践承诺的规

范。他指出:“判断和推论的属性……由事物的实际

所是所决定，事物的实际所是独立于我们对它们的把

握。我们的认知态度最终必须回应这些独立于态度

的事实。”⑤关于这一点，他给出了一个示例: 即便我

们同意尾巴也是一条“腿”，但是当被问及马有几条腿

时，正确的回答仍然是四条腿。布兰顿指出:“我们不

能用语言性事实改变卸载状态下的( in the unloaded

sense) 非语言事实。”⑥

我们已经在戴维森那里看到，要理解他所说的

“融贯产生符合”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我们在理

解布兰顿的概念实在论时也会遇到同样的困难，因为

他们所要阐明的实际上是同一个构想。布兰顿在《使

之清晰》中指出，“非推论性报告可以作为未证成的证

成者运作，……这样观察就阻止了无限后退，并在此

意义上为经验知识提供了基础”。⑦ 哈贝马斯由此认

为布兰顿的最终方案是将知觉作为“直接判断”的经

验基础，甚至还将知觉视为不需要进一步证成的理

由，因此已经不自觉地超出了推论主义的框架。⑧ 布

兰顿认为这一误读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看到观察报

告不是知觉层面的材料，而是作为“可断言内容”

( claimable contents) 的事实。可断言内容不是推论之

外的非概念化实在，而是在推论中被把握的世界本

身。他指出，“我们的推论实践嵌在独立于实践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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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世界中，我们的断言必须答复这些事实以获得正确

性，但这决不意味着承诺旁观者知识理论( 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 ”。① 概言之，布兰顿想要阐明的

是，语言对世界的“表征”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将世界

放到某个“界面”( 不管是心理界面还是语言界面) 上

来，而是实际参与世界本身的进程，并在达到解释平

衡的成熟语汇中对世界本身作出断言。

四、“语言使用者在世界中”: 一种整全的语义观

站在当下的理论节点上，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

到“语言转向”提出的“语义上行”( semantic ascent)

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无法实现的理论虚构。上

世纪末，罗蒂指出，这一提法是“装腔作势”和“令人

难堪”的，而“‘哲学问题即语言问题’这个口号在我

现在看来也是具有混淆性的”。② 事实上，伯格曼在

提出语言转向的同时就已经指出，“好的语言哲学家，

不管他的工作语言是理想语言还是日常语言，最终的

诉求都是通过语言的手段思考世界”。③ 我们可以通

过前面的讨论看到，戴维森和布兰顿无疑是伯格曼

眼中的“好的语言学家”，他们在看到语言的本质是

一种社会实践的同时也看到我们始终要用语言谈论

某种东西，因此不存在只停留在语言中而不涉及世

界的意义理论。戴维森自觉地和达米特( Michael

Dummett) 等“约定主义者”( conventionalist) 划清界

限。他强调自然语言是在社会交往进程中建立的形

式，但他同时也试图阐明，为了让解释者和说话者共

同意指某个公共事物或事件，世界和语言之间必须

存在某种更为基础的同构性。基于同样的诉求，布

兰顿认为我们必须在推论实践的终点用清晰的逻辑

表达语汇来刻画语义推论的表征维度。也正是在这

个意义上，有学者正确地指出，“语义学才是布兰顿

真正关注的焦点，只是由于有助于解决语义学问题，

语用学才有其地位”。④

戴维森和布兰顿的最终洞见是，完整的语义学方

案应该将指称和使用这两个维度有机地整合在一起，

而实现这一点的前提在于承认如下的事实: 语言使用

者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在世界中生存、思考和言说，

这意味着我们的语言必须和世界本质相关。塞拉斯
( Wilfrid Sellars) 曾在《哲学与人的科学映像》中提出

这样一个看似平淡但实际上很深刻的洞见: 人总是

“世界中的人”( man in the world) 。⑤ 我们对语义的思

考也应该看到“语言使用者在世界中”这样一幅图景。

根据这幅图景，“发现”( discovery) 同时意味着“提议”

( proposal) ，语言在对世界作出断言的同时也对世界

作出相应的贡献。并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基本视

角还进一步规定了语义学的基本方法: 语义学的最终

成果必须在最大程度上反映世界生成的复杂性，这意

味着一切已经固定成型的语义学方案都必须接受进

一步的质疑和修正。在这个意义上，关于语义的探讨

仍然是一个极端开放的议题，它的丰富性远远超出了

狭义的语义学或狭义的语用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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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Talk about Semantic Ｒepresentation after Pragmatic Turn:
On Davidson and Brandom

Sun Ning
( School of Philosophy，Fudan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middle of last century，the understanding of linguistic meaning has been going through the

“pragmatic turn，” that is，a shift of focus from referential relation to pragmatic inference，and from semantic

representation to pragmatic consensus． However，by examining the semantic projects of Davidson and Brandom，I try to

elaborate that the either-or choice between semantics and pragmatics is far too narrow． As Davison sees it，for both

speaker and interpreter to signify the same public things and events，there must be a fundamental isomorphism between

world and language． The same conviction makes Brandom to stress that，by using explicit logical vocabulary，we can

describe the representational dimension of our inferential practice in the end of the story． From an inclusive viewpoint，

Davidson and Brandom emphasize the representational aspect in pragmatic context，and try to reveal the deep

connection between language and world based on a picture of“language users in the world．”All in all，I want to

suggest that there is no genuine“turn”in any good semantic project that is open to all possible factors．

Keywords: semantics; pragmatics; representation; Davidson; Brand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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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Assimilation to Autism — On Zhan Ｒuoshui’s Ｒesponse to Yangming Followers
Fang Xudong

(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41，China)

Abstract: Although Zhan Ｒuoshui and Wang Yangming are known as good friends，they did not agree on each other’s

opinions，and even criticized each other． After Yangming’s death，Zhan Ｒuoshui gradually turned against Yangming’s

followers． Given the circumstances，Zhan changed his practice of direct criticism，and call upon Yangming’s followers

to practice“Great Harmony．”However，its essence is based on the belief of“my way is comprehensive，”and thus it

is naturally that Zhan failed to get the support of Yangming’s followers． Out of some school discrimination，Zhan was

fully alerted to Yangming’s followers． He not only refused to participate the other school’s activities himself，but also

advised his disciples not to． Therefore，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Jiajing when Yangming’s followers were

thriving，Zhan’s response inevitably made himself marginalized in the academic circles． In his later years，Zhan

frequently said“withdraw his seat”and“keep silent，”which shows his true state of mind being stuck in the academic

crisis．

Keywords: Zhan Ｒuoshui; Yangming’s followers; great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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